美國公眾的中國觀與美國對華政策（199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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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公眾的中國觀及其形成原因，並探討了其如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調查資料表明，冷戰結束後，美國公 眾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的認識有所提高，而對中國的情感性態度和信任程度卻很低，將發展強大的中國看成是對美國的“嚴重威脅”。文章認為，美國公眾對 中國的看法和態度主要通過形成“輿論環境”作用于美國對華政策，但是在不同的決策背景、問題領域和政策進程中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 國決策者，特別是總統本人對公眾輿論的態度。

　　關鍵字：美國外交/中美關係/公共輿論/中國觀/對華政策

　　當前學術界有大量文獻研究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但“對形象認識在美國對華政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的研究非常缺乏”。［註：Michael G.Kulma，“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World Affairs ，Vol.162，No.2，Fall 1999，p.76.］雖然學者們普遍認識到，美國對中國的形象認識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的主要因素”，［註：袁明、範士明：《冷戰後 美國對中國（安全）形象的認識》，《美國研究》，1995年第4期，第7頁。］但並不清楚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從理論意義上說，理解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及其對美國對華決策所起到的制約或促進作用，能夠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美國對華決策背後的輿論背景、 心理機制、文化基礎，以及觀念意義等。從現實意義來看，美國國內政治的特點決定了美國公眾的中國觀必然會影響或限制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即美國公眾對 中國角色的定位會對美國政府的決策起到制約的作用。復旦大學吳心伯教授在《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上撰文指出：“美國理想的對華政策應該建立在正確的中國觀基礎上”。［註：Wu Xinbo，“To Be an Enlightened Superpowe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 2001，p.63.］

　　此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問題促使我們迫切需要研究美國公眾中國觀。例如，一直以來，美國公眾並沒有形成一個真實、客觀和完整的中國觀。一位在中國生活了 數年的美國商人在美國《新聞週刊》上撰文指出，美國媒體、國會山及大街上的公眾關於中國的印象和他在中國所看到的事實出入很大，這使他感到非常擔憂。美國 媒體和政客只是描述了中國畫面中的一個很小部分，而沒有去向美國公眾介紹中國的變化和其他重要的現實情況。［註：Michael Wenderoth ，“Seeing the Real China ，”Newsweek，Oct.27，1997，Vol.130，Issue 17，p.14.］美國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對此也有同感，他認為，“現實中的中國已有了深刻的變化。可惜的是，美國大多數老百姓對此認識和理解的不夠”。［註：傅高義：《美國人 看美國、中國與世界》，《美國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3頁。］

　　本文著重分析1990－2002年間美國公眾的中國觀及其對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的影響，試圖回答如下幾個問題：1990年以來美國公眾的中國觀為何？美國公眾中國觀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它對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的影響如何？等等。

　　一美國公眾的中國觀及其成因（1990－2002）

　　實際上，美國不同人群對中國的形象認識是不同的，他們對政策的影響也不盡一致。在談到美國人對中國的形象認識時，民意調查機構和學術界傾向於區分出 “公眾”（the public）和“精英”（elite ）或“領導層”（the leadership）兩個群體。這三個概念目前並沒有一個精確的定義，也很難做到對其進行嚴格的區分，尤其是後兩個概念。《韋氏新國際詞典》對“公 眾”、“精英”和“領導層”的定義分別是：“公眾”指“全體國民”，或者“有組織的群體”，或者“一群具有共同利益或特徵的人”：“精英”指的是“有著優 越社會地位的部分群體”，或“能夠施加影響、威望或擁有決定性權力的少數群體”：“領導層”指“領導他人的群體”。［註：Philip Babcock Gove ，ed.，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Massachusetts ：MerriamWebster Inc.1986），pp.736，1836.］帕累托（1848－1923）提出了關於精英的普遍概念，即“精英由每個人類活動領域中能力最強的 所有人組成”。［註：大衛·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鄧正來主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 頁。］芝加哥對外關係委員會調查報告中所指的“領導層”包括來自政府、國會、媒體、商界、學術界等眾多領域的領導者。本文所討論的美國“公眾”指的 是相對于“領導層”和“精英”而言的大多數普通美國公民，“中國觀”指的是對中國和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公眾的整體看法和態度，“美國公眾中國觀”指的是美 國社會中除了領導層和精英分子以外的大多數普通美國公眾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整體看法和態度。

　　（一）簡要回顧：1900－1989年期間美國公眾的中國觀

　　在具體探討美國公眾1990－2002年期間的中國觀之前，有必要對20世紀初至1989年時期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大致看法作一個簡要的回顧，其大致可 分三個時期：新中國成立前（1900－1949年）、尼克森訪華前（1949－1972）和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事件前（1972－1989）。

　　20世紀初，美國公眾瞭解中國的渠道十分有限，大量湧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美國公眾瞭解中國的另外一個主要渠道是通 過小說之類的文藝作品，其中以賽珍珠（Pearl Buck）的暢銷小說《大地》和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為主要代表作。美國公眾對中國的主要印象是“貧窮落後”。中國清朝末年的改革運動和隨之而來的共和革命“被看作中國開始接受西方 價值觀的證明”［註：王立新：《試論美國人中國觀的演變（18世紀－1950）》，《世界歷史》，1998年第1期，第15頁。］，美國人開始大 談所謂的“中國的覺醒”，並給予同情。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表示，“一個新中國正從古代迷信枷鎖中解放出來”。［註：孔華潤：《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頁。］“少年中國”的稱呼在美國一時頗為流行。抗日戰爭爆發後，美國各大報刊紛紛報導中國軍隊抗日情況， 中國英勇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形象逐漸在美國公眾的心目中樹立了起來。珍珠港事件後，中美結成戰時聯盟，“中國在美形象達到了歷史上最美好的時期”。「註 釋」王立新：《試論美國人中國觀的演變（18世紀－1950）》，《世界歷史》，1998年第1期，第17頁。］其中，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齡在美國 受到高度讚揚，被譽為是“最為開明、愛國和能幹的統治者”，“在為捍衛西方文明菁華而戰”。［註：邁克爾·謝勒：《20世紀的美國與中國》（徐澤榮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3頁。］這個時期的美國公眾將中國視為朋友，並對中國較為尊敬。曾經發表著名研究報告《美國人看 亞洲：對公眾輿論的分析》（Americans Look at Asia：An Analysis of a Public Opinion Survey ）的美國學者威廉·瓦茨（William Watts ）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生的（美國）人，長大後一直認為中國是盟友”。［註：威廉·瓦茨：《美國如何報導中國》，載於〔美〕陶美心、趙梅主編： 《中美長期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頁。］

　　從1944年下半年起，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引起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失望。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發 生了很大改變。在不少美國人看來，“邪惡的共產主義顛覆網，已將中國網入其中，並將它不幸的人民導入歧途。”［註：邁克爾·謝勒：《20世紀的美國與中 國》，第173－174頁。］總體上看，美國公眾“比其他西方國家的公眾更加具有反共主義傾向”［註：劉建飛：《美國與反共主義》，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20世紀50年代彌漫於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紅色恐怖將美國人的反共意識推向了高潮，美國人由此對 中國充滿了恐懼和不安，這種狀況幾乎一直持續到尼克森執政之後才有所改變。

　　1971年4月，中國政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個事件“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註：Michael G.Kulma，“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p.77.］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中國在美國的形象逐漸地從“敵人”向“盟友”轉變，不少美國媒體對中國進行了積極正面的報導。 至20世紀80年代（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美國公眾對中國充滿了浪漫的想像，中國被認為“正在自豪地追求財富和極力擺脫前30年的教條主 義”。［註：Kulma ，“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p.83.］1985年，有71％的美國公眾對中國持積極的印象，［註：Ibid.，p.84.］1986年美國公眾對中國 的感情溫度為53度，［註：John E.Riell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5（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5），p.24.］為1978年至2002年之最高。

　　1989年的“六·四”風波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美國公眾的中國觀由積極向消極轉變。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感情溫度驟然跌至45度，［註： Rielly，op.cit.，p.24.］大部分美國公眾要求美國政府“中止對華軍售，賦予在美中國留學生永久居住權和對華實施經濟制裁”。「註 釋」Taifa Yu，“The Conduct of Post -Tiananmen U.S. China Policy：Domestic Constraints ，Systemic Change and Value”，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Winter 1993，Vol.19，Issue 4，p.230.］雖然美國公眾這個時期對中國的看法“帶有強烈的感情衝動和意識形態色彩”［註：袁明、範士明：前引文，1995年第4期，第9 頁。］，但實際情形是，在一些美國人看來，“中國似乎在威脅著美國人所代表的一切：民主、資本主義和自由”。［註：Kulma ，“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p.85.］至此之後，美國公眾一直對中國抱有很大的戒心和不信任感，“六·四”事件對美國公眾的中國觀的影響至今沒有消除。

　　（二）1990－2002年期間美國公眾的中國觀

　　研究美國公眾中國觀的主要手段是借助於公眾輿論調查、媒體報導和個人訪問等。美國著名的公眾輿論調查機構有蓋洛普（Gallup）、普林斯頓 （Princeton ）、美國芝加哥對外關係委員會（CCFR）等，其中CCFR從1975年起，每四年進行一次“公眾輿論與美國對外政策”的民意調查，是瞭解美國公眾對世界 事務看法的權威來源之一。本文討論的1990－2002年期間美國公眾中國觀便是在CCFR的四份調查報告（即1990、1994、1998和2002 年）的基礎上分析而來。［註：這部分內容中的各種資料除了有特別註明之外，分別來自於John E.Rielly，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5（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5）；John E.Riell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1999（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9）；Marshall M.Bouto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2002（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2）。CCFR 的調查報告主要涉及的是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整體看法，要瞭解這個時期美國公眾對中國及中美關係中一些具體問題的態度和看法，可借助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 所和美國凱特林基金會的“中美長期對話”研究成果，參見〔美〕陶美心、趙梅主編：《中美長期對話》。］

　　1990年以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好感程度很低，一直處於“微冷”（sligntly cool ）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感情“溫度”見表A.

表A 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感情“溫度”
年份 / 温度

1990 / 45

1994 / 46

1998 / 47

2002 / 48


　　為了進一步瞭解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感情漫度，現將美國對日本和俄羅斯兩個國家的感情度進行橫向比較，分別見表B1和B2.

表B1：美國公眾對日本的感情“溫度”
年份 / 温度

1990 / 52
1994 / 53
1998 / 55
2002 / 60

表B2：美國公眾對俄羅斯的感情“溫度”
年份 / 温度

1990 / 59
1994 / 54
1998 / 49
2002 / 55
 
　　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總體態度一直處於“微冷”狀態，起伏不大，而且和日本與俄羅斯這兩個國家相比，中國的“溫度”升溫不快（例 如，從1998年到2002年，日本從55度上升到60度，俄羅斯則從49度上升到55度，而中國則只是從47度上升到48度），但中國的“溫度”一直保 持上升狀態，從1990年的45度上升到2002年的48度，而俄羅斯則從1990年的59度下降到2002年的55度。特別是自1994年至2002年 以來，在眾多國家中，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相對感情度”要高出不少。1994年，中國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好感程度僅僅優於海地、古巴、朝鮮、伊朗和伊 拉克幾個國家，而到2002年，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感情度低於中國的國家有：阿根廷、印度、韓國、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古巴、朝鮮、巴基斯坦、阿富 汗、伊朗和伊拉克，其中前四個國家在1994年的“溫度錶”上位於中國之前。和對中國的好感程度的相對穩定相比，美國公眾對中國重要性的認識反差很大。 1990年只有47％的美國公眾認為美國在中國具有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s ），而到2002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83％。各個年份的具體比例見表C.

表C ：美國公眾認為美國在中國具有“重要利益”
年份 /百份比
1990 / 47%
1994 / 68%
1998 / 74%
2002 / 83%

　　隨著美國公眾對中國重要性認識的提高，美國公眾對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和中國對美國的“威脅程度”的認識也發生了改變。1994年，美國公眾提到美國面臨 的最大對外政策問題有20個，但美中關係沒有包括其中，而到2002年，有2％的美國公眾將美中關係列為美國面臨的兩三個最大的對外政策問題之一。 1990年有40％美國公眾認為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2002年有56％的美國公眾認為發展成世界級大國的中國是美國的“嚴重威脅”（a critical threat ），90％認為即使不是“嚴重威脅”，也是“重要威脅”（an important threat）。1990年的情形比較特別，只有16％的美國領導層認為中國的發展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相對而言，有更多的美國公眾持 “中國威脅觀”（40％），1994年和1998年沒有什麼變化。具體情況見表D.

表D ：美國公眾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嚴重威脅”
年份 /百份比
1990 / 40%
1994 / 57%
1998 / 57%
2002 / 56%


　　資料來源：表A 、表B1、表B2、表C 、表D 為筆者根據CCFR報告中的資料整理而成，分別來自：John E.Riell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5（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5），pp.22，24；John E.Riell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9（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9），pp.28，30；Marshall M. Bouto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2002（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2），pp.51，56.

　　也就是說，一方面，美國公眾認為中國對美國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的信任度卻較低（美國公眾對中國信任度低的一個重要表現是，2002年有 41％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在反恐活動中是可靠的，而47％的公眾認為中國不可靠），認為發展強大的中國對美國利益是一個“嚴重的威脅”。CCFR報告分析 認為，美國公眾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威脅”的主要原因是中美兩國在人權、貿易等方面的分歧，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引起了美國公眾的不安。［註： John E. Riell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1995（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5），p.23.］如果將中國和日本進行比較，美國公眾的這種心態就非常清楚了。2002年，43％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 和日本比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更為重要（和1998年相比，有47％的美國公眾認為日本更重要，只有28％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更重要），83％的美國公眾同意 “美國在中國和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觀點（1998年的比例分別是87％和74％），但是，他們對待中國和日本的態度卻大為不同。2002年，美國公眾對 日本的“溫度”是60度，62％的美國公眾認為美日關係是“友好的”，美日關係不再被認為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問題之一（1990年有4％的美國公眾認為 是）。CCFR報告分析認為，美國公眾對日本持“友好態度”是因為“日本作為美國經濟競爭對手的地位下降”［註：Marshall M. Bouto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2002（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2），p.55.］了的緣故。2002年只有29％的美國公眾認為來自日本的經濟競爭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而1998年和1994年的 此項比例分別是45％和62％。與此相反，2002年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溫度是48度，56％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的發展是美國的“嚴重威脅”，有2％的美國 公眾認為中美關係是美國對外政策所面臨的問題之一。簡言之，美國公眾普遍認為中國和日本對美國非常重要，美國在這兩個國家具有重要的利益，但由於日本競爭 力的下降和中國力量的發展增大，美國公眾的威脅觀也隨之變化。

　　美國公眾與此相關的另外一種心態是，他們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發展信心也是不同的。有更多的美國公眾認為，在未來十年內中國將比日本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 作用（美國公眾認為中國和日本在未來十年內誰將發揮更大作用的比例分別是72％和52％）。由是觀之，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發展持一種樂觀和警惕的混合態度， 他們既認為中國的發展強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又擔心未來的中國會對美國不利和造成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一些美國公眾認為中國的強大有可能威脅到美國利益，但是支持美國對中國實行孤立、遏制或經濟制裁政策的公眾比例相對較小，而且比較 穩定。1998年和2002年贊成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的公眾比例分別是52％和51％，［註：如果從資料本身來看，52％和51％的比例是很高的， 2002年支持對朝鮮進行經濟制裁的美國公眾比例為58％，比中國高出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此項調查中，CCFR並沒有將中國作為“關注國家”正式列入 進去（被列入作為“關注國家”的分別是伊拉克、伊朗和朝鮮），而是美國公眾主動提到要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但是，相對於認為中國是美國嚴重威脅和支持與中 國保持貿易接觸和外交關係的美國公眾比例而言，這項比例相對要小些，而且比較穩定。］2002年有80％的美國公眾支持與中國保持外交關係，71％ 贊成與中國發展貿易關係。也就是說，儘管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好感和信任程度均較低，而且認為未來強大的中國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但他們基本上傾向於對中國實行 接觸政策，而不願意主動與中國為敵。在一些具體問題領域裏，美國公眾的這種在態度和政策上的“區別對待”立場表現得更加明顯。在臺灣問題上，2002年有 65％的美國公眾認為臺灣對美國具有重要利益，只有32％的公眾支持美國出兵保衛臺灣，有58％的公眾反對（1998年也只有27％的公眾贊成美國出兵保 衛臺灣）。在貿易問題上，2002年有53％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進行不公正貿易（unfair trade），只有32％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進行的是公正貿易（這和美國公眾在1998年關於與日本的貿易的看法是幾乎一致的），但支持與中國發展貿易關 系的公眾占71％。

　　儘管如上述資料所傳達的訊息較為負面，但CCFR 2002年報告中的一段分析值得思考：“美中兩國在人權問題上存在分歧，美國一方面對崛起的中國保持慎防（wariness）的態度，另一方面願意在國際 社會中與中國接觸。美國人的這些衝突反應彰顯出美中關係的複雜性。”［註：Marshall M. Bouto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2002（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2），p.36.］

　　（三）美國公眾中國觀的形成原因：幾種解釋及其關聯

　　關於美國公眾中國觀的形成因素，當前國內外學術界有以下幾種主要解釋。

　　第一種解釋認為，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與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即中美兩國政府間是否保持良好關係直接影響到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情感判 斷。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美兩國基本上是處於對抗狀態，絕大多數美國公眾將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看成是美國的敵人。隨著兩國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逐 漸恢復正常交往以來，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也日益積極起來。至80年代中期，兩國關係處於所謂的“蜜月”時期，而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感情也達到最“熱烈”的程 度。在整個90年代，隨著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也相應地忽好忽壞。例如，90年代中期導彈危機過後，“江澤民主席的美國之行和克林頓 總統對中國的訪問增進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瞭解……通過媒體的大量報導，美國公眾認識到中國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變化”，［註：吳心伯：《重建中美關係》，載 于謝希德、倪世雄主編：《曲折的歷程：中美建交20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頁。］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又隨之好轉 起來。

　　第二種解釋是國際環境決定論，認為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受制於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特別是取決於中美兩國是否存在共同敵人這一外部因素，因為這“最易 激起一個民族的愛憎情感”。［註：王立新：前引文，第19頁。］20世紀30、40年代和70、80年代是美國公眾對中國印象最為積極的兩個時 期，而這兩個時期的共同特點是，中美兩國面臨著共同的敵人（分別是日本和蘇聯），並形成了某種同盟關係。兩國政府戰略上的合作有利於美國公眾形成正面的中 國觀。當國際政治局勢發生了變化，兩國的共同敵人消失了的時候，中美間存在的分歧和問題日漸突顯出來，成為影響美國公眾中國觀的重要因素。

　　第三種解釋是精英輿論導向論，認為美國公眾的中國觀易受到包括媒體在內的精英輿論的影響。當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是積極的時候，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也是 積極的；而當媒體大量報導中國的負面消息時，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負面印象也隨之增加。一般情況下，媒體傾向於報導負面新聞，因為可以引起讀者更大的閱讀興 趣，美國媒體因此更喜歡報導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國公眾對中國消極的看法。［註：參見黃愛萍、李希光：《影響美國媒體如何報導中國 的主要因素》，《中國記者》，2002/2003，第45頁。］另外一種精英輿論是指大學、思想庫和研究機構等裏面的“精英”們的主流看法，是“能 從歷史發展角度來觀察問題並尊重客觀事實的分析和見解”。［註：袁明：《略論中國在美國的形象：兼議“精英輿論”》，《美國研究》，1989年第1期， 第41頁。］這類“精英”輿論對美國決策者和公眾都會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而且趨向於理性化和科學化，強調對中國客觀形象的理解。

　　第四種解釋強調美國自我形象（America’s self-image ）在影響美國公眾對中國形象方面的作用。美國自我形象即所謂的美國例外主義，突出的是美國的民主價值觀的巨大優勢及其全球普適性。美國公眾具有一種傳教士 情結，希望並相信美國模式能夠推行到世界各個地區。一旦某個國家的行為不符合美國公眾所認為的美國式價值標準，這個國家就會在美國公眾心目中形成負面的印 象。這種解釋強調的是美國公眾中國觀的文化基礎，認為美國公眾的中國觀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文化的產物”，美國人所看到的不是一個真實的中國，而是一個“美 國的中國”（America’s China ）。［註：Aikra Iriye ，“North America ，”History ：Review of New Books，Spring 1997，Vol.25，Issue 3，p.107.］例如，新中國成立後不但拒絕了美國模式，而且和蘇聯站在了一條線上，這使“美國人覺得被背叛了，十分憤怒，認為他們的價值和制度 遭受了貶損，他們的好意被辜負了”，這導致美國公眾形成了對中國的兩個印象，即中國是“莫斯科的爪牙”和中國是一個“狂熱”的國家。［註：Nancy Bernkopf Tucker ，“America First ，”in Carola McGiffert ，ed.，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D.C.：The CSIS Press，2003），p.19.］

　　其他的解釋還有：將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看成是一個學習過程，而中美兩國國情的差異、國際格局的轉變、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以及人類固有的認知缺陷都導 致了美國公眾錯誤的學習結論；［註：劉衛東：《解讀負面觀念的由來：用學習進化理論解釋美國的中國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3期，第43 －47頁。］美國國內政治和中國本身的內部變化影響著中國在美國的形象；［註：袁明：前引文，第40－41頁。］等等。

　　上述幾種主要解釋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從歷史上看，美國公眾對中國持積極或消極的看法確實與中美關係的發展狀況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存在某種對應 關係。當中美兩國面臨著共同的外部威脅時，美國公眾這時往往傾向於將中國視為朋友，中國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較為正面。關於中國的資訊主要是通過美國國內媒 體報導傳達給美國公眾的，因此媒體在塑造美國公眾中國觀上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中美兩國失去了戰略性合作基礎的時候，美國媒體集中於報導關於中國的負 面消息，這使美國公眾認為中國是在挑戰美國的價值觀，對中國充滿了恐懼和不安。雖然理性的精英輿論試圖去幫助美國公眾消除對中國的片面理解，但美國公眾對 美國價值觀的高度認同使得他們不能容忍中國國內發生的任何違背其理念的事情。1949年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美國國內造成 了巨大的震撼效應，而這兩個事件與美國公眾的信仰與期望是完全對立的，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恐懼。“9·11”事件後，中美兩國在反恐領域 進行了有效的合作，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形象認識又開始發生了轉變，“中國不再被看成是美國最大的威脅，而是一夜之間成為了美國反恐戰爭中離不開的合作夥 伴”，［註：Kurt Campbell ，“Images and U.S. Strategic Thinking on China ，”in Carola McGiffert ，ed.，China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Imagination （Washington，D.C.：The CSIS Press ，2003），pp.3-4.］這其中的變化就與上述各種複雜因素密切相關。

　　二美國公眾中國觀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1990－2002）

　　冷戰結束後初期，美國國會內關於對華政策的激烈辯論反映出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當時很少有美國人將中國視為美國的威脅。［註：王建 偉：《美國外交戰略的調整和對華政策》，載于郝雨凡、張燕冬主編：《限制性接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頁。］自20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公眾中擁有一定的市場，美國政府和國會內要求對華遏制的強硬派獲得一定的民意基礎。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國內甚 至出現了要求政府拒絕承認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因為不久以後中國可能會成為美國的敵人。［註：參見Walt Barron ，“Gilman：Reject Beijing’s Idea of ‘One China ’，”CQ Weekly ，September 11，1999p.2127；Mary S. Dalrymple，“Taiwanese President ‘s Comment Inspires GOP to Renew Attack on Clinton s ‘One China ’Policy，”CQ Weekly ，July 24，1999p.1813；Annette Lu ，“Shattering the ‘One China ’Cocoon，”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Winter 2001，pp.14-19.］

　　關於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有兩種代表性的看法。一種看法是認為，“美國對華戰 略觀建築在美國的中國觀基礎之上”；［註：楚樹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走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頁。］另外一種看 法認為，美國將中國視為威脅和敵人只是“在心理上是可能的，但在實際操作上是困難的”，“要把中國從心理上的敵人轉化成政策上的敵人並非易事”。［註： 王建偉：《限制性接觸》，第106、107頁。］

　　筆者認為，美國公眾中國觀對美國對華政策是通過意識形態和公共輿論產生影響的。關於意識形態因素，如前所述，美國公眾中國觀的形成和美國意識形態密切 相關，美國對華政策一直以來就有很大的意識形態考慮在內，特別是小布希政府“對中國和朝鮮的政策有著強大的意識形態基礎”。［註：Andrew Scobell，“Crouching Korea ，Hidden China ，”Asian Survey，Vol. XLII，No.2，March/April 2002，p.344.］一方面，美國公眾的意識形態因素既是決策者加以利用的工具，又被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另一方面，美國公眾往往根據腦海中已有 的中國形象來看待政府的對華政策，做出價值性的評價。意識形態是構成兩者之間互動的橋樑，這使得公眾和決策者都產生了一種感情衝動，那就是，“根據美國的 形象來改變中國”。［註：ChinChuan Lee ，“Established Pluralism ：US Elite Media Discourse about China Policy，”Journalism Studies，Vol 3，No 3，2002，p.355.］

　　本文將重點討論公共輿論這個維度。

　　（一）公眾輿論與美國對外政策

　　一般說來，影響一國對外決策的因素有國內和國際結構因素，即“包括作為內部環境的國內政治體系和作為外部環境的國際政治體系”。［註：詹姆斯·多爾 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閻學通、陳寒溪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5版，第595頁。］克裏斯 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指出，冷戰後影響國家對外決策的國際環境因素有三個，即冷戰的結束、全球化進程和人道主義干涉原則對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的挑戰。［註： Christopher Hill，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3），pp.11-15.］影響國家對外決策的國內政治結構因素包括政黨、利益集團、媒體以及公眾輿論等。美國對外政策研究專家韋特克夫 （Wittkopf）認為，要理解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對外行為，必須瞭解美國國內政治需求、對外政策形成的結構體系、決策進程，以及決策者的特點等。「註 釋」Eugene R. Wittkopf，ed.，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4），p.2.］那麼，作為國內政治結構因素之一的公眾輿論對美國對外政策起著什麼樣的影響？

　　所謂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又稱為“民意”，指的是“由人口的某些重要部分所持有的對某些有爭議的問題的一系列看法。”［註：大衛·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 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第236頁。］就公眾輿論與對外政策的關係而言，它指的是“政治進程中的能動者和影響物件”。［註： Christopher Hill，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3），p.262.］在美國，存在兩種對公眾輿論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普通民眾對於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基本上是無知的，他們並不明 白周圍世界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由於他們不具備專業知識，其看法因此往往是膚淺的，不能深入問題的本質。［註：Walter Lippmann ，selections from The Phantom Public ，in Ann G.Serow，W.Wayne Shannon，Everett C.Ladd eds.，The American Polity Reader（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Company ），pp.369-373.］另一種看法認為，美國公眾教育水平高，經常參與政治事務，瞭解政府運作方式，並且熟悉如何向政府表達自己的觀點，公眾 輿論是美國政府權力的來源。［註：James Bryce，selections from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in Ann G. Serow，W. Wayne Shannon，Everett C. Ladd eds.，The American Polity Reader （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Company ），pp.366-368.］

　　與上述兩種看法相對應的是，美國國際關係學界關於公眾輿論與對外政策的關係存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爭。現實主義關於公眾輿論與美國對外政策的觀點 是：公眾輿論是非理性的，容易受感情所驅使，缺乏系統和連貫性。而且，公眾輿論往往會為了自身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長遠利益，因此，公眾輿論對美國對外政策 的影響十分有限。［註：Ole R.Hdsti，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p.192.］這就是所謂的“阿爾蒙德―利普曼共識”（Almond Lippmann Consensus）。自由主義則強調外交政策的民意基礎，認為公眾輿論並非都是非理性的，因為“很多美國公眾確實無知，但並不愚蠢”。［註：Eric Alterman ，Who Speaks for Americans ？：Why Democracy Matters in Foreign Policy（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50.］而且，公眾可能會用簡單原則來幫助他們有效理解外交事務中各種複雜的行為者、問題和事件。［註：Ole R.Hd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129.］

　　傳統自由主義的公眾輿論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主導著美國對外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其中以威爾遜自由主義為主要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現實主義的公 眾輿論觀逐漸成為主流看法，持續整個冷戰時期，使得戰後美國對外決策呈現出兩個新的特點，即“自由主義思潮和決策機構多元化，”［註：王鳴鳴：《公眾輿 論與美國對外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5期，第78頁。］前者指以民主和自由為核心的美國價值觀；後者指外交決策權從行政機構部分 地向立法等機構分流。這兩種趨勢使公眾輿論在美國對外決策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此外，自20世紀80年代始，美國外交政策變得越來越政治化，美國國內政 治也出現國際化趨勢，國內與國外發展界限已經變得模糊或不存在了。［註：Eugene R. Wittkopf ，ed.，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9.］這使得對外和對內政策很難嚴格區分開來，它們更多的是相互影響和交織在一起的。［註：Eric Alterman ，Who Speaks for Americans ？p.4.］美國公眾即使對世界事務不感興趣，也不得不關注美國對外政策，並適時地向政府施壓，以保證其利益不被損害。為此，有學者提出了一個假 設，即“冷戰後公眾輿論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形成可能起著更為強大而不是更小的作用”。［註：Ole R. Hd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91.］

　　（二）美國公眾中國觀與美國對華政策

　　美國公眾和領導層的中國觀是否一致？統計資料表明，美國公眾與領導層的中國觀從1973年至1989年以來表現出很大的一致性，表E 和表F 很好地反映了這點。

　　但是，冷戰以後，美國公眾和領導層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分歧。根據CCFR的調查報告，1990年只有16％的領導層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威脅，而有40％ 的公眾持這種看法；［註：John E. Rielly，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5，p.24.］1994年有95％的領導層認為美國在中國有重要利益，而只有68％的公眾持這種看法；［註：Ibid.，p.23.「註 尾」1998年領導層和公眾表示願意對中國實行制裁的比例分別是36％和52％，支持美國出兵“保衛”臺灣的比例分別是51％和27％。［註：John E. Rielly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9，p.32.］

表E 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
年份   /  對中國的總體印象(正面 ) / (負面)

1973 /  (49)  /  (43)
1974 /  無    /  無
1975 /  (28)  /  (58)
1976 /  (20)  /  (73)
1977 /  (26)  /  (52)
1978 /  (21)  /  (67)
中美恢復關係
1979 /  (65)  /  (25)
1980 /  (70)  /  (26)
1981 /  無    /   無
1982 /  無    /    無
1983 /  (43)  /  (52)
1984 /  無    /    無
1985 /  (71)  /  (25)
1986 /  無    /    無
1987 /  (65)  /  (28)
1988 /  無    /    無
1989 /  (72)  /  (13)
「六四」風波
1989  /  (31)  /  (58)


　　資料來源：H.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Gallup Poll Monthly，March 1994.

　　這種差異反映了冷戰後美國公眾和精英對外部世界的看法開始出現不一致。以利普曼為代表的傳統理論認為，公眾沒有自己的獨特見解，精英主導了公眾的態 度。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新·以撒斯（Maxine Issacs ）進行了個案研究，指出：“在某些問題上，公眾的判斷並不一定或完全反映精英的判斷”。［註：Maxine Issacs ，“Two Different Worl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te and Mass Opinion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15，1998，p.342.］對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公眾和精英對世界事務的看法出現落差的原因，以撒斯的解釋是，“今天的美 國公眾可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直接資訊，從而做出明智的判斷；他們偶爾也會克服冷漠的習慣，形成關於複雜的對外和對內政策事務的看法。”［註： Maxine Issacs ，“Two Different Worlds，”p.324.］

　　表F 杜魯門至雷根政府時期美國領導層對中國的印象
	群體
和
印象
	各界政府時期

	
	杜魯門
	艾森豪
威爾
	甘迺迪
	詹森
	尼克森
	福特
	卡特
	雷根

	政府
負面
中性
正面
段落總數
印象差異
新聞
負面
中性
正面
段落總數
印象差異
社論
負面
中性
正面
段落總數
印象差異
	 

38.9%
61.1%
0.0%
72
-38.9
 
15.1%
84.6%
0.3%
1613
-14.8
 
37.9%
61.8%
0.2%
427
-37.7
	 
24.0%
76.0%
0.0%
183
-24.0
 
8.8%
91.0%
0.2%
4068
-8.6
 
26.3%
73.1%
0.6%
1136
-25.7
	 
26.6%
73.4%
0.0%
94
-26.6
 
13.0%
85.9%
1.1%
370
-11.9
 
35.0%
64.2%
0.8%
123
-34.2
	 
23.9%
75.4%
0.7%
142
-23.2
 
12.3%
86.2%
1.6%
1222
-10.7
 
11.3%
86.9%
1.8%
327
-9.5
	 
2.1%
87.4%
10.5%
621
8.4
 
0.8%
97.1%
2.1%
2994
1.3
 
1.6%
91.8%
6.7%
631
5.1
	 
0.0%
95.4%
4.6%
109
4.6
 
0.7%
98.5%
0.7%
548
0.0
 
6.3%
92.3%
1.4%
142
-4.9
	 
0.2%
93.7%
6.1%
429
5.9
 
1.1%
95.6%
3.4%
1488
2.3
 
8.3%
85.5%
6.1%
228
-2.2
	 
0.0%
88.6%
11.4%
306
11.4
 
0.2%
96.8%
3.0%
1212
2.8
 
6.8%
89.5%
3.7%
190
-3.2




　　資料來源：T. Chang ，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 ：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50-1984（Norwood ，NJ ：Ablex，1993）。

　　說明：1.“負面、中性和正面”欄目中的百分比分別表示在政府檔和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中出現的關於中國印象的總段落數比例，沒有提到對 中國印象的段落未計入此；2.“印象差異”中的百分比表示正面和負面印象之間的差異，正數表示對中國整體印象積極，負數則相反；3.由於約數的原因，“社 論”欄目中的百分比相加不等於100％。

　　表E 、表F 轉引自：Michael G.Kulma，“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World Affairs ，Vol.162，No.2，Fall 1999，pp.79，80.

　　美國公眾和領導層的中國觀存在差異會造成兩種可能的後果。一是，領導層置大多數公眾的態度和看法不顧，而是根據自己的認識來行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因 為根據前面的分析，當今美國對外決策對公眾輿論的敏感度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決策者不大可能會採取這種簡單化的做法。在美國，“美國公眾的信仰和態度指導 或限制著政府的政策”。［註：Richard Sobel ，ed.，Public Opinion in U.S. Foreign Policy（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Inc.，1993），p.1.］二是，美國公眾可以通過獲得更多直接具體的資訊從而形成 對外部事務的看法，使精英失去了主導公眾態度的優勢，公眾由此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至少，決策者對於經過眾多輿論調查機構收集起來的公眾輿論不敢隨意忽 視。美國兩位學者通過直接訪問決策者和對公眾輿論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後發現，公眾的看法對決策者的思考產生重要影響。［註：Steven Kull &Clay Ramsay ，“Challenging U.S. Policymaker’s Image of an Isolationist Publ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No.1，2000，pp.105-117.］也就是說，美國公眾形成的關於中國的一整套看法將直接作用于決策者的中國 觀，“作用於一切參與決策人物的全部思維與行為之中”。［註：袁明：《略論中國在美國的形象：兼議“精英輿論”》。］

　　由此，美國公眾和領導層的中國觀之間存在差異使美國公眾的中國觀成為一個有用的變數，為其留下一定的空間來產生對美國對華決策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主 要是借助於公共輿論這個渠道來實現的，因為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會形成某種“輿論環境”（climate of opinion），從而作用于包括總統在內的決策者。［註：Michael G. Kulma，“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p.87.］美國政府的決策者為了獲得國內政治支持，在制定政策時不能不對此予以認真的考慮。一旦美國公眾對發展中美關係或某項對華 政策的支持下降，將導致“（中美）兩國領導人在處理雙邊關係時壓力增大，靈活性減少，兩國關係如同陷進了泥沼。”［註：吳心伯：《重建中美關係》，載于 謝希德、倪世雄主編：《曲折的歷程：中美建交20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我們可以從決策背景、問題領域、政策進程和決策者對公共輿論的態度四個方面探討美國公眾中國觀是如何通過形成公共輿論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

　　一般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是“公共輿論、黨派政治競爭或利益集團偏好的結果”。［註：Leonard A.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s China Policy，1949-1979（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1984），p.177.］公共輿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作用是兩個方面的，一個是限制政府的政策選擇，所起的是主動作用，另一個是被政府 （或精英輿論）所操縱和控制，以服務於政策目的。前者的例子有，20世紀90年代初，老布希政府為了恢復和中國的關係，力圖解除對中國的制裁，然而，“許 多國會議員和公眾認為嚴厲的制裁必須保持”［註：Michael G. Kulma，“The Evolution of U.S. Images of China，”p.8.］，這就使政府的行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後者的例子有，1999年5月7日發生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 大使館事件後，美國政府立即聲明這是“意外”，並極力向美國公眾進行解釋，製造輿論氣勢，這使得“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接受了這個解釋”。［註：Owen Harries，“A Year of Debating China”，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1999/2000，p.144.］2001年4月，中美發生軍機相撞事件後，美國政府採取了同樣的手法，將責任完全推在中國飛行員身上，並一再指 責中國政府違反國際法，惡意扣留美國軍機和機組人員。實際上，能夠在地圖上指出海南島大概位置的美國人少而又少，他們對於美國政府的說法幾乎毫不保留地接 受了。

　　在不同的決策背景下，公眾輿論對美國對外政策的作用是不同的。［註：Ole R. Hdsti，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98.］在危機決策背景中，公眾輿論往往呈現出狂熱狀態，提供了“機會和誘惑被精英操縱”［註：Ibid.，p.195. ］。決策者會根據政策目標和可能採取的政策手段向公眾發佈有利於決策行動的資訊，以獲得公眾的政策支持。而且，他們還會故意誇大威脅程度和可能出現 的危險，為的是使行動更加容易被公眾認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機中，美國決策者向美國公眾突出強調的是，中國在向他們的“民主朋友”臺灣進行 武力示威，這等於是挑戰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因此，美國不能無動於衷，必須有所行動。長期以來，不少美國人“為幫助臺灣達到目前的繁榮、安全和政治發展水平 而感到自豪”。［註：Ezra F.Vogel，ed.，Living With China（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Company ，1997），p.58.］這個時期又恰巧是美國公眾對“中國威脅”感到十分擔憂，因此很多人很快就站在了政府的一邊，支持派遣航空母艦的行動。

　　在不同的問題領域裏，公眾輿論發揮影響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般說來，諸如貿易、移民、環境、宗教等非安全問題與公眾聯繫比較密切，也較為他們所熟知， 公眾輿論會對政府決策造成壓力。例如，美國政府經常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並將其與中美關係的其他問題聯繫起來，這更多的是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對於此，美 國政府似乎是有口難言，因為它不得不在國內公眾輿論（包括國會）要求和引起中國政府反感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最典型的例子是，克林頓在關於中國最惠 國待遇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和之後的讓步，被普遍認為是深受公眾輿論的影響。［註：Ole R. Hdsti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191.］而在安全問題領域裏，公眾輿論與政府立場往往保持一致，這主要是因為，公眾相信這樣的問題只能由專家來解決。例如，對 於NMD 和TMD 問題，美國公眾所持異議甚少。

　　公眾輿論對決策過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選舉程式實現的。公眾通過選舉表達他們的政策偏好，決策者因此不得不考慮公眾的情緒，因為選舉結果將決定他們的政 治前途。無論是總統還是國會議員，他們都必須預期公眾的政策偏好，儘量使政策符合大多數選民的心意。當然，公眾輿論不可能對某些具體政策施加影響，而是為 政策進程設定了原則性指導或“允許界限”。［註：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5.］一般說來，公眾輿論對政策進程的影響表現在議題設定、談判、批准和實現四個階段。對議題設定和批准這兩個階段 的影響是直接的，而對其他兩個階段的影響是間接的。［註：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pp.197-198.］

　　此外，公眾輿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程度還取決於美國決策者對公眾輿論的態度，特別是總統本人。各屆政府對公眾輿論的重視程度是不同的，就是同屆政府 內的成員對公眾輿論的反應也是不一樣的。例如佛蘭克林·羅斯福和杜魯門兩位總統對待公眾輿論的態度就截然相反。前者非常強調和重視民意，而後者對民意毫無 興趣。［註：Richard Sobel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pp.200-201.］又例如，人們普遍認為，克林頓對公眾輿論相當重視，這明顯地表現在海地、索馬里、波士尼亞，以及關於中國最惠國待遇等問 題上。1994年9月，在克林頓總統命令美國軍隊入侵海地的前幾天，《芝加哥論壇報》編輯傑夫·麥克奈利（Jeff MacNelly ）發表了一幅漫畫：一艘滿載軍人的登陸艦艇正在向海地海岸靠近，艦艇上的克林頓振振有詞地說：“難道不應該讓民意調查人先行趕到嗎？”

　　三結語

　　如前所述，美國公眾心目中的中國並不是真實、客觀和完整的。中美兩國政治制度不同，美國公眾能否認同一個積極正面的中國？應該說，這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公眾客觀地認識中國。

　　21世紀初的中國正在經歷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作為東方世界的一個大國，中國的每一個舉動 都讓世界為之側目，世界無時不在關注著中國的未來走向。當我們談論“中國的和平崛起”時，似乎應該同時思考，世界是否認同“中國和平崛起”這個命題。中國 “和平崛起”不僅僅在於自身主觀努力，外界對此的認知同樣非常重要。一個持“中國威脅論”的人是很難相信正在崛起的中國會給世界帶來和平。美國有2/3以 上的公眾認為強大的中國會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惕。雖然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來證明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認識是錯誤的，但似乎更應該思考其中 的原因和對策。誠如復旦大學孫哲教授所言，中美關係存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能否重新界定它對快速變化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國家的歷史期望，避免把中國當作敵人”。［註：孫哲：《百年激蕩：中美關係的世紀回顧》，載于倪世雄、劉永濤主編：《美國問題研究》（第二輯），北京· 時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頁。］作為中國一方來說，我們不但要去掌握和瞭解美國如何定位中國，更重要的是要去影響和改變中國在美國的形象。 筆者所做的工作只不過是這漫漫征途中的一小塊鋪路石而已。
(完)
